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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之二次诉讼困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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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司法实践中，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属形成之诉，具有非经裁判任何人不能主张法律关系变

动的特点。因而股东为保护自身权益对基于股东会决议的后续执行行为提起诉讼，必须经过两次诉讼。
将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纳入形成之诉，盖出于体系融通的考虑，除此之外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借助于

形成之诉利弊研究和目的探寻，经价值判断后，宜通过运用诉的合并方式一次性地解决纠纷，在一案中对

股东会决议效力与其他请求一并处理。在此基础上，辅之以决议相对无效制度，可使股东权益得到更加

妥当的保护之同时，兼顾决议相关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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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褚红军:《公司诉讼原理与实务》，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36 页。
③ 本文所指先决问题是指“当某一争议问题的裁判必须以另一问题的先行确定为前提条件时，当事人请求裁判的问题被称

为主要问题或本问题，而必须先行确定的问题被称为附带问题或先决问题 /先决事项”。傅郁林:《先决问题与中间裁判》，
《中国法学》2008 年第 6 期，第 155 页。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还存在对先决问题的另一种用法，即本案必须以
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中止本案审理程序，等待先决问题的优先解决。

依据我国通说，民事诉讼因诉的性质与内容之差异，可以划分为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形成之诉三种

类型。按此分类，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属于形成之诉。但司法实践中，由于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的形成

之诉属性，股东常陷入二次诉讼的困局。例如，在赵建华诉张晓洪、贺彬、陈其瑞、四川华龙出租汽车有限

公司案一案中①，公司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召开股东会决议注销公司，会后被告依据决议对公司财产进

行分配，侵占了分配中应属原告的财产。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处被告退还股份收益款，并于诉讼中

诉称股东会决议应当被撤销。再审法院认为，原告没有依法起诉要求法院判决撤销股东会决议，在此情

况下不能否定涉诉公司关于公司解散清算的股东会决议之合法有效性，该股东会决议应当作为本案处理

的依据。法院如此裁判，符合形成之诉的理论要求，但却使股东必须提起两次诉讼方可保护自身权益，进

而产生徒增讼累、缓不救急等弊病。欲化解此困局，需回溯探究形成之诉未经判决，任何人都不能主张该

法律关系变动的原理，分析将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纳入形成之诉，是否能更好地协调相关主体之间的利

益关系。对此，本文先对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纳入形成之诉展开利弊分析，进而探索决议撤销诉讼突破

形成之诉理论桎梏的可能性，最终选择诉讼合并作为纠纷一次解决的路径。

一、纳入形成之诉的股东会决议: 弊端所在与积极意义

( 一) 弊端所在: 产生二次诉讼困局

形成之诉中，诉讼是变动法律关系的唯一方式，因此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对股东权益的保护相当有

限。在司法实践中，股东为实现保护权益这一最终目的，在形成请求之外还需提出给付请求，且形成之诉

无法被给付之诉等其他类型的诉所吸收，导致二次诉讼程序这一弊端。“决议瑕疵的撤销只能通过诉的

方式单独提出这一主张，不能作为诉讼中攻击或防御的理由。”②股东会决议效力无法作为先决问题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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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终局判决的理由而由法官进行确认。如果径直提起后诉并在诉讼中主张撤销股东会决议，“也会因请

求不具有理由而直接遭到驳回请求”①。基于此，在判决生效后②，股东方才能以此为理由提出要求董事赔

偿的主张，而此时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程序已经或几近结束，自然无合并的可能③。即便按照一些学者或

实务人士的观点，不严格遵循形成之诉的这一特性，也会对当事人诉讼能力提出较高要求、增加当事人诉

讼成本等问题。
此外，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作为独立案由，审理对象和审理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属于公司纠纷，而

变更基于股东会决议引发的权利义务关系大多属于合同纠纷或是侵权纠纷，前后两个诉存在区别，需“分

列几个案件进行审理与裁判”④。此意之下，欲变更因股东会决议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必须经过两次诉

讼，即便股东会决议的效力纠纷仅为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次要部分，也必须借助决议撤销纠纷这一案

由形成独立的诉讼这一“前置诉讼”，丧失了一次诉讼解决纠纷的可能。虽然决议撤销纠纷可成为独立案

由同样有出于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隶属于形成之诉的考虑⑤，但毕竟若非有此制度，形成之诉理论亦难以

在实证层面直接产生作用。
综上，二次诉讼这一非经济性产生的直接原因相当程度上归于决议撤销纠纷成为独立案由，理论根

源在于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为形成之诉。是故，欲解决这一弊端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 一为直接删除决

议撤销纠纷这一案由。二为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不作为形成之诉。因前者可能治标不治本，未必能在根

本上解决问题，并且考虑到其较为简单明了、多为技术上的操作，本文不再展开，以下就后者进行论述。
( 二) 积极意义: 法律关系变动的明确性与对世性

传统理论认为，形成判决具有对世效力: 形成之诉是当事人关于形成诉权而产生的纠纷，大多涉及公

益，为了维护法的安定性，有必要使当事人以外之第三人承认形成判决所形成的结果。故而，股东会决议

撤销诉讼作为形成之诉，可使判决约束力及于未参加判决的其他股东，一旦判决股东会决议的形成判决

生效，一切有权提起诉讼的主体皆不得就相同股东会决议，以自身并非诉讼当事人为由再次提起撤销之

诉。这有助于团体法律关系的统一确定，防止同一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因为原告不同而产生相异的冲突。
此外，因形成之诉围绕形成诉权，而形成诉权必须通过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行使，具有只要没有判决，

任何人都不能主张该法律关系之变动的特点。而与此相对，其他两种诉讼并不存在此种约束力，即便确

认判决尚未生效，当事人也可以进行主张。对于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在决议被法院判决撤销前合法有

效，公司需按决议行为，股东欲起诉改变因决议产生的权利义务变化，必须先通过诉讼方式撤销决议，然

后变更权利义务，而不得主张该决议应当被撤销或者因被撤销而无效直接变更权利义务。如浙江省玉汽

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与于华初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中⑥，原告便就撤销股东会决议与依据该股东会决议

产生的股东资格纠纷提起了两次诉讼。而对于股东会决议无效诉讼，即便法院没有作出确认股东会决议

无效的判决，当事人也可以主张股东会决议无效，并就其在诉讼中展开攻防。两者相较之下，可以看出形

成之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
追求法律关系变动的明确性与对世性是为了保护当事人以外之第三人的利益，而二次诉讼困局则损

害了当事人尤其是原告股东的利益。明晰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场合应优先保护何种利益，是破解二次诉

讼困局的关键。

二、破局关键: 决议撤销诉讼目的之探析

由于股东会决议兼具投资者会议与公司意思机关的双重性质，意思形成理论与法律行为理论交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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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制度的内错裂。一方面，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与股东权益无逻辑关联，其撤销事

由皆为决议在程序或内容方面存在轻度瑕疵，而非损害股东权益。另一方面，决议撤销诉讼呈现以客观

诉讼为主的构造，该诉讼的提起不以权益受损或陷入现实的危险为前提，只要涉诉股东会决议为现存的

股东会决议，便具有诉的利益; 法官审理范围限于股东会决议效力，不包括因决议而引发的损害或法律关

系变动。基于此，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同时肩负着控制决议合法和保护股东利益的双重使命，但按照人

大法工委的标准释义①，且基于以下原因，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应以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为主要目的。

第一，民诉法制度环境。决议撤销制度是一种民事诉讼制度，必然会受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影响，后

者会影响法官、律师等实务人士对民事诉讼的整体认知，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决议撤销制度的目的，使得决

议撤销制度目的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目的形成趋同。民事诉讼目的包括当事人实体权利保障、私法秩

序维持、纠纷解决和程序保障②，其中，当事人私权保障被认为是民事诉讼最重要的目的③。故可认为，私

权保障是民诉目的的应然取向。基于此，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制度的构建必须对其予以重视，充分回应

民事诉讼目的的趋同力。

第二，撤销制度的体系融贯与现实基础。撤销权属于形成权，权利人单方面变更法律关系的能力会

导致权利相对人法律上的不利，“形成权原则上要么基于当事人的事先同意而产生，要么作为侵犯权利或

者其他对法律关系的妨害的反映而产生”④，故而必须存在合理的撤销事由，权利相对人屈从地位的正当

性方才能够被认可。作为一种相对于原生权利而存在衍生权利的形成权，赋予主体的目的在于对当事人

进行救济。作为形成权子概念的撤销权，亦为实现此目的而存在。概览其他民商法领域内的行为撤销制

度，如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决定以及合同撤销事由都体现出主体保护

的特征，考虑到撤销制度的体系融贯与现实基础，股东会决议撤销制度亦应如此。

综上，故虽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具有双重使命，但应当以保护原告股东权益为主要目的，在此基础上

完善决议撤销诉讼，落实配套规范，以妥善协调各方主体的利益关系。

三、形成判决对世性实质与决议变动明确性的需求

( 一) 形成判决的效力

如若持有“形成之诉必须具备判决确定法律关系的变动这一特性，失去这一特性便不能成为形成之

诉”观点，那么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不为形成之诉亦未尝不可，即便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不为形成之诉亦

不影响撤销判决效力的对世性。意即，裁判效力的对世性并非形成判决本身的产物，将裁判效力的对世

性与形成判决相勾连没有指明问题的实质。形成判决等于对世性，确认判决等于相对性并不准确。第

一，形成判决可能具有相对性，形成之诉本身便可分为具有广泛效力的形成之诉与不具有广泛效力的形

成之诉两类，后者产生的形成判决不具有对世效力。如撤销欺诈行为诉讼，其形成判决仅具有相对性。

第二，确认判决也可能具有对世性。如在日本法中，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虽隶属于确认之诉，但其判

决效力亦具有对世性⑤。

形成力被认为是形成判决具有对世性的另一体现。形成力是指根据判决的宣告使法律关系发生、变
更或消灭的效力。对于形成判决的形成力，存在国家处分行为、既判力与法律要件效果三种学说⑥。不可

否认，形成力随形成判决确定而生效，法律关系随判决生效而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形成力由判决所创

设，全部来源于国家权力。形成力或形成效果是作为审判对象的形成诉权这一实体权利的效力，简单形

成权仅凭权利人的意思表示便可产生形成力。而形成诉权因法规规定，需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方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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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所以说判决后形成力才得以产生是形成诉权本身的特性或是由实体法规范的产物。形成力是指法

律所规定的形成要件的存在被法官判决所确定、补充，并依法规赋予判决的效力。换言之，形成力基于实

体法规本身①，判决不过是对于实体法规予以实现。股东会决议撤销判决所具有的形成力源于《公司法》

第 22 条的规定，非因股东会决议撤销判决为形成判决。而国家处分行为与审判权的本质相冲突，形成权

不得为国家处分行为②。同时，形成力与既判力在本质与效力上都存在着基本差异③，形成力不同于既判力。

真正与形成判决本身相关的是既判力的扩张。既判力是指争议被法院依照诉讼程序审理并作出最

终的确定裁判之后，该判决对解决此争议所具有的法律上的确定力。为保护未参加诉讼之人，既判力的

主观范围原则上仅限于法院与当事人，而在形成之诉中，既判力的主观效力得以一定的扩张，其效力还及

于其他第三人。

与形成力是实体法律规范本身的效力不同，既判力源于司法权所代表的国家权威，纯粹为诉讼上的

效力。如此说来，似乎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是形成判决的产物。其实不然，这种扩张主要是一种立法

政策。一方面，在团体性的法律关系中，为防止利害关系人的法律关系的紊乱，有必要将既判力的主观范

围进行适当的扩张，“根据法律所具有的特殊性的要求，在全体关系人之间统一加以确定”④。这是团体法

律关系稳定与未参加诉讼之人利益平衡后的结果。这即便不借助形成判决也可达到: 如认为，股东大会

决议诉讼具有类似于必要共同诉讼的性质，判决效力应当及于公司所有股东，此类判决有绝对效力⑤。又

如可通过反射效理论进行解释。另一方面，这种处理也能更好地与形成力的效果相适应。“只有承认既

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效力才能使整个法律关系贯通，使纠纷彻底解决。”⑥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是否得以扩

张，是综合考虑多数人纠纷统一处理、一次性妥当解决，实体法律关系本身的特点以及案外第三人的保护

等多种因素后的结果。
( 二) 决议效力变动无须以形成判决获得对世性

形成之诉之所以具有非经裁判，任何人不得主张法律关系变动的特征，原因在于追求法律关系变动

的明确性⑦，排除诉讼外方式变更权利义务关系的可能性，意味着该法律关系的变动受到国家的严格控

制，即使形成权人与形成权相对人达成合意，也无法变动法律关系。股东会决议效力的变动不在此列⑧。

首先，这一限制在那些形成法律关系也需国家( 如行政机关的确认) 介入的场合更具正当性，但显然

股东会决议的形成并不需要国家介入。其次，现实中存在通过后决议变更或撤销前决议的作法，亦有判

例⑨对之承认，如此便在事实上突破了形成之诉的限制。最后，从追求法律关系变动的明确性的实体法趣

旨考虑，社团关系的场合具有利害关系的人众多，通过个人意思实现变动并不妥当瑏瑠，但后决议撤销前决

议并非是个人意思的变动。股东会意思实质为股东意思的转化，后决议包含了众多利害关系人的意思，

通过此方式产生的形成效果，已经具有较高的明确性。当然，采用后决议撤销新决议的方式产生的成本

并不一定低于两次诉讼的成本，但这并不构成禁止私力变动股东会决议效力的理由。在可以期待私力解

决，且不造成公益或者他人利益损害时，救济途径的成本便应交由主体考虑，自由抉择的问题，而非国家

得以干预私人的合理理由。形成诉权缩减了权利人的自由空间，剥夺了权利人请求的自由，为私法意思

自治原则的例外，例外若无强力理由进行支撑，自然需回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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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变动法律关系亦可具有较高的明确性，因此基于明确性的考量而将法律变动限于判决的合理性

便值得反思。明确性随着法律关系变动途径的不同存在程度差异，但并非全有或全无，即并非所有私力

变动股东会决议效力的方式皆为低明确性的。同时，明确性也并非制度选择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商事

效率是重要的价值取向，法律关系变动的机动性也需要重点考虑。明确性与机动性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对

法律关系效力变动的规则设计施加压力。法律关系变动的明确性可以在得到较高程度的保障下，宜当放

缓对变动明确性的要求。即便对于股东会决议效力的私力变动不予承认，也需考虑是否需要将法律关系

明确性上升至作出判决的程度，如公司依据可撤销的股东会决议支付董事报酬。在股东提起要求董事返

还报酬的诉讼中，允许其将撤销决议作为第一诉讼请求亦为可行的路径选择。

综上，无论是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还是形成力皆非形成判决创设的结果。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不

纳入形成之诉，也不影响撤销裁判的对世性，不会造成团体法律关系的紊乱。因而我们可以不去考虑民

事诉讼法上的理论问题，从立法政策的考量而得出结论，认为基于公司法律关系的团体法性质的考虑，公

司法上的判决效力基本上皆具有对世效力①。此外，更为简单的方式为，直接通过法律规定确定股东会决

议撤销判决的效力范围，此点将在下文中展开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不属于形成之

诉并非意味着其便隶属于给付之诉或是确认之诉。一方面，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给付之诉并不是诉讼类

型的终点，这种分类只是在大陆法系的德国，以及以德国为母法国的日本、韩国、我国包括台湾地区方为

通说。另一方面，我国现有制度中亦存在着不隶属于此三种类型的诉讼，如案外人( 第三人) 异议之诉②。

一言以蔽之，凡是分类便存在不周延之处，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给付之诉的三分法只是一种现存的有力

方式，而远不是诉讼制度漫长发展史中的终点。当然，消解理论误区仅仅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制度上

的变革。

四、破局之道: 一次性解决之路径选择

在股东会决议场合，对原告股东造成损害的可能是股东会决议，也可能是基于股东会决议的后续执

行行为。对于后者的救济则要从效率角度考量，对现行制度予以改进，以期减少诉讼成本。但须注意以

下两点: 第一，平衡原被告双方利益，防止制度倾斜性构建。既不能过度保护原告利益、降低原告滥用权

利的门槛，进而破坏团体法律关系稳定、损害商事效率、提升经营成本、造成公司以及大多数股东的损失，

也不能放任不公平侵害，任由程序正义被破坏，原告股东遭受压迫。第二，尽可能与现有的制度体系和相

关基本理论相契合，注重制度的兼容性、嵌入的可能性，降低制度实施成本。

( 一) 诉讼吸收路径

诉讼吸收路径是指，在股东对决议的执行行为提起诉讼时，对股东会决议进行附带审查。其核心问

题在于，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能否被该诉讼所吸收。主要面临两个障碍: 第一，股东会决议效力变动的明

确性问题。如前所述，根据民事诉讼法理论通说，形成之诉不能被其他诉讼所吸收，主要的考虑是形成之

诉中法律关系变动的明确性要求。第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诉被另一诉所吸收，前诉所涉及的实体问

题，作为先决问题进行处理，由于我国对于实体性先决问题的判定性质并非为“裁判”，而是作为他诉理由

进行的法律“认定”，既不具有形式既判力，也无法对法院、当事人产生约束力。若将股东会决议效力的变

动作为先决问题，其必然受这一司法裁判现实的制约。考虑到司法认定也不具有改变实体法律关系的功

能，股东会决议被撤销若仅为一种司法认定，其不能产生形成效果。既然股东会决议效力不受影响，法律

关系变动明确性与同一性也不会遭受侵害。从这一角度来看，似乎采用吸收模式也未尝不可。但问题在

于，当执行行为被停止之后，由于司法认定并无约束力，公司可否继续依据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再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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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无疑问。

当原告胜诉时，吸收模式对原告而言或许并无损害，因为只要股东会决议被认定为撤销，并进而否定

以其为基础的执行行为的效力，或者使得其执行行为得以中止，当事人提起诉讼的目的便可达成。问题

在于，现行法律制度缺乏对司法认定的救济，“当事人既没有动议或反对作出判定的权利，也没有任何救

济途径”①。而一旦股东会决议被认定为有效，后续执行行为也难以被否定效力或者中止，此时股东的目

的不仅不能达到，而且因除斥期间已过，股东会决议瑕疵已经治愈，股东也无法提出股东会决议撤销之

诉。若要对此问题加以解决，不可避免需要改变先决问题的性质，如将其改为中间裁判，让法院对股东会

决议效力的“认定”可以受到上诉法院审查，但是此种民事诉讼制度与实践的重大修改会造成何种影响，

难以预计。

此外，即便不考虑形成之诉的性质，要使得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能够被后诉所吸收，必须为当事人双

方对股东会决议效力的变动没有争议。第一，如果原告股东明确将撤销股东会决议作为诉讼请求，除非

公司对此不予回应，那么不能作为诉的吸收进行处理。第二，即便原告没有明确将撤销股东会决议作为

诉讼请求，只要被告对于股东会决议这一基础法律关系的效力提出质疑，认为其应为有效，股东会决议撤

销诉讼也不能被后诉所吸收。这两种情况，更加类似于诉的合并而非诉的吸收，应当采用诉的吸收还是

应采用诉的合并亦或是其他方式进行解决，不无争议②。
( 二) 诉讼合并路径

诉讼合并路径是指，股东同时提起决议撤销之诉与针对执行行为之诉，或者是股东针对执行行为提

起诉讼时经法官释明而追加决议撤销之诉，然后用诉讼合并的方式予以解决。这一方式会遇到“形成之

诉具有非经裁判确定，任何人不得主张法律关系变动的特性”这一理论障碍，但如前文论述，这一问题实

际上是在追求法律关系效力变动的明确性与追求法律关系效力变动的便捷性之间进行选择，是一个价值

选择问题。对这一主观问题的回答，并不存在对与错、真与假的分别，只存在价值判断妥当性高低的不

同。在明确性能够得到一定保障的情况下，追求法律关系变动的便捷性是一个可行的抉择。

法律关系效力变动的明确性旨在保护未参与法律关系变动程序，但权益与法律关系变动密切相关的

相关主体。保护效果得以达成的关键在于“知情”，即相关主体可通过诉讼程序知悉法律关系变动，并在

知悉的基础上选择不同的行为模式: 在诉讼过程中或选择加入诉讼程序; 或因知悉股东会决议存在效力

变动之虞，通过重新召开股东会决议等方式避免败诉风险; 或通过与原告协商谈判等其他方式维护自身

权益。在原告胜诉后，亦可在知悉股东会决议被撤销后进行相应行为。而通过诉讼合并的方式并不会对

股东会决议效力变动的明确性造成实质上的损害: 决议效力变动仍需经诉讼程序; 相关主体也可通过诉

讼程序得以知悉。与此同时，实践中也确有存在法院通过诉的合并将两者一并处理的做法，并在审判系

统内部得到了一定的支持③。相较于实践基础更为薄弱的决议撤销诉讼吸收之方式，诉讼合并是一条更

为妥当的路径，可在保护原告股东的同时，更好地兼顾他方权益。此外，一次性地解决纠纷，在一案中对

股东会决议效力与其他请求一并处理，也可更好地与行为保全制度相协调: 若保全对象是基于股东会决

议的后续执行行为。按照二次诉讼之逻辑衍生，股东需要先提起撤销诉讼( 方才可以针对执行行为提起

给付之诉) ，从而产生保全对象与诉对象割裂之弊病。但采用诉讼合并，使纠纷可在一案中解决，则可消

除此弊端。
( 三) 一点引申: 构建决议相对无效制度

相对于赋予股东撤销诉权，还存在以股东会决议对特定股东无效的路径协调权益受损股东与公司利

益冲突的方式。意即，股东会决议给股东造成损害的，股东得以请求法院裁判该股东会决议对其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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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就保护原告股东权益这一目的而言，股东会决议撤销制度与决议相对无效制度存在相互竞争又相

辅相成的关系。所谓相互竞争，是指在股东权益保护这一狭窄的制度市场中，这两种制度存在事实上的

竞争: 当事人会选择适用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制度，而微观层面上当事人的选择行为，会在宏观层面产生激

励作用，促使立法者进行制度设立、变更与废止; 所谓相辅相成是指决议撤销与决议相对无效，具有不同

的构成要件，分别回应不同情况下股东权益保护之需求。建立股东会决议相对无效制度，可使决议撤销

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为撤销制度的变革提供动力，并具有增加原告股东的救济方式，强化股东权益保护

周延程度的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四) 》( 征求意见稿) 第 6 条规

定，应当认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按照通常的理解，此处所指无效，即为自始、当然、确定、

绝对、全部无效。与之相对，行为相对无效是一种法定主义的调整方式，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仅有权益

受行为损害的主体可主张行为无效; 第二，此主张非经诉讼方式，不得行使; 第三，行为自成立时具有法律

拘束力，但自相对无效主张被生效判决所确认后，行为溯及既往，自始无效; 第四，行为相对无效旨意是特

定主体不受行为约束，对其他主体而言，行为效力不受生效判决影响①。

首先，相对无效的保护路径，其优势在于倡导、贯彻当事人意思自治，抑制国家公权力侵入私人领域。

利益受损的特定主体有权依自由意志，权衡利弊后决定自身是否受决议效力的约束，若主体放弃特定无

效的主张，该决议效力与一般决议并无差别。而采用绝对无效的方式，实际上则是强迫利益受损主体必

须接受决议无效之后果，侵犯其自由意志，剥夺了其自由选择权。

其次，绝对无效的行为属于损害公共利益，存在严重违法性的行为②，通过使行为自始、当然、确定、绝
对、全部的无效，以保护公共利益，而相对无效则是为保护特定主体利益。如朱庆育所指出:“若某一禁令

专为保护特定人而设，则违反这一禁令之行为，仅需对该特定人无效即为已足。”③从所损害利益的性质判

断，损害特定股东利益的行为无须通过绝对无效的方式予以制裁。

再次，此操作实质为承认决议效力的基础上给予特定主体不受决议约束的特权，豁免了其基于决议

适用而承受的负担，而非割裂决议效力，故并不会对决议效力的整齐划一产生影响。同时，此调整可以防

止利益未受损害之主体逃离决议法锁，让后者逃离决议的约束力不仅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还可能催生其

机会主义行为。

最后，这种方式在保护个体利益同时兼顾公司利益，最大限度地避免公司意思实行受阻，兼顾公平与

效率两种价值取向。总之，若该条文的规范目的在于对受损主体进行保护，那么对特定主体无效的调整

方式在维持规范目的的同时，选取了一条成本更小的路径，无疑更符合工具理性的要求。

五、结 论

不可否认，理论融贯与体系效应具有思维减负、控制恣意以及便于学术共同体形成等优势，但我们必

须清楚地认识到，任何分类皆有其不周延之处，相较于理论融贯与体系效应，妥当协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

系才是法律制度设计的重心与逻辑起点。适用理论的过程同时亦应当是反思理论，探求其背后运行机

理，明晰其适用边界的过程。将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纳入形成之诉，可提升决议效力变动的明确性，但也

造成了二次诉讼困局。此矛盾的根源在于原告股东与其他决议相关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诉讼合并可以

很好地解决这一矛盾。诉讼合并不仅可以兼容于我国司法实践，而且符合股东权益保护和纠纷高效解决

的导向，妥善协调原告股东与其他决议相关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诉讼合并可确保股东会决议效力

变动的明确性，使相关主体通过诉讼程序知悉法律关系变动。而诉讼合并对股东权益的保护与决议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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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形成相互竞争又相辅相成的关系，辅以决议相对无效制度，可更为妥当地

平衡各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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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lemma in the Second Lawsuit after the Ｒesolution
of the Board of Shareholders on Discontinuing a Lawsuit

WANG Xiang-chun
( Law School，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the discontinuance of a lawsuit made by the border of shareholders is the ac-
tion of formation，requiring that nobody can claim any change of legal relations without judicial adjudication． In
other words，the shareholders file a lawsuit against a subsequent act based 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board of share-
holder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own rights and interests，which should undergo two litigations． Ｒegarding the
resolution of the board of shareholders on discontinuing the lawsuit as the action of formation lie in the idea of in-
tegration of system，along with the lack of necessary theoretical support． Studying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ac-
tion of formation and exploring its purposes，the paper，with the judgement of values，holds that the joinder of
proceedings should be adopted to resolve the dispute in one effort，jointly dealing with validity of the resolution of
the board of shareholder and other claims in one case． In addition，the relatively ineffective system of resolution
can be further applied，better protecting the shareholders’rights and interests properly while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relevant parties．
Key words: resolution of the board of shareholders on discontinuing a lawsuit; action of formation; joinder of
procee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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